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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十诫”是古犹太－基督教世界的基本法,对西方文明影响至深;“十恶”则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基本法律,其影响至

今不绝.本文立足于法律文化史的视野,主要运用类型学方法,对“十诫”与“十恶”进行比较性的观察分析,认为“十诫”

本质上是面向一个开放世界的自由立法,并因为其超越性维度而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十恶”则是绝对皇权意识主导

下的中国文化产物,是一份有待借助自由精神与宪政原则予以清理和超越的复杂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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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古代文明的基本立法中,古犹太－基督教法〔１〕上的“十诫”,与传统中国法上的“十恶”,都是以

“十”为数的基本立法.二者不但塑造了两种文明生活得以展开的基本法律框架,并由此而对彼此之

文化样式的最终确立与后世衍传,产生了极为深刻而且广泛的影响.对此二者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

究,必能经由不同的意义系统作为参照准据,而增进我们对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以及犹太－基督教法

律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并以此介入并增进我们对中国法律文化当下所处之境遇的认识与理解,进而思

考中国法律文化所可能走向的未来.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还不多见,笔者尝试做一点立足于类

型学的粗浅观察和法律文化反思,盼望有抛砖引玉的作用〔２〕.下文将首先对二者产生的历史背景略

作交代,其次对两种立法的基本内容做简要引述,接下来对二者极为不同的立法特征予以总结,然后

对造成这种差异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略做探寻,最后的“结语”部分对本文主题进行必要的总结提炼.

７１１

〔１〕

〔２〕

由于“十诫”作为古犹太基本立法伴随着«圣经旧约»ShengjingJiuyue [OldTestment]而被基督教传统所接受,故而本文

用“古犹太－基督教法”的表达方式.
目前所知唯一一篇比较研究论文为张守东ZhangShoudong:“中西法律传统与普世伦理:十恶、十诫的比较”Zhongxifalv

chuangtongyupushilunli:shieshijiedebijiao[Sino－westernLegalTraditionandtheUniversalEthics:aComparisonoftheTenEvilandthe
TenCommandments]«国学与西学»Guoxueyuxixue[InternationalJournalofChinaＧWesternStudies]２０１４,pp．１０３Ｇ１１１．该文从为中西文明

设定底限伦理的视角,审视了“十诫”与“十恶”对中西文明的不同影响,本文则从类型学出发对二者予以较为整体性的观察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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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历史背景

１．十诫

“十诫”立法的历史背景,是以色列人在领袖摩西带领下的“出埃及”.根据以色列人的古史记载,
以色列人的先祖名叫亚伯拉罕〔３〕,他在上帝的呼召与带领下,离开故乡大河流域的吾珥城,一步步迁

徙到了迦南地(今巴勒斯坦地区),并在那里生儿育女.亚伯拉罕有子名叫以撒,以撒有子名叫雅各,
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由此十二人而生出了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４〕.因为饥荒,雅各不得不带领

着妻儿仆俾和牲畜财物,从所居的迦南地进入埃及避难,因为那里有粮食.此后的四百年间,以色列

人在埃及的境遇逐渐变坏,最后沦落成为了埃及人的奴隶,命运甚为悲惨.后来,亚伯拉罕所信仰的

上帝向摩西显现,并命他代表以色列人向法老提出申请,要离开埃及,去侍奉这位上帝.法老断然予

以拒绝.在摩西与法老的一系列谈判失败后,这位上帝重重地惩罚了埃及王法老和埃及人.法老再

也不能拦阻.于是,以色列人最终得以在摩西带领下,满怀盼望地离开埃及,从一个遭受数百年奴役

的血泪之地,再次奔赴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的迦南美地,去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家

园.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到达迦南地之前的某个时间,他们来到了西奈平原一座高山的山脚

下.在那里,他们列祖所信仰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向他们显现,并且

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了以“十诫”为中心的基本法律〔５〕.

２．十恶

虽然以“十恶”为名的基本立法,并未出现在流传至今的先秦典籍中,而且根据现存的传世文献,
在秦汉与三国两晋时期的法制系统中,也没有看到系统性的“十恶”立法,但是,自«尚书»以至诸子百

家的汉语文献中,却保留了对一些特殊犯罪予以特别刑罚的许多资料,如«康诰»记载“元恶大憝,矧惟

不孝不友􀆺􀆺刑兹无赦”等,另外在已经基本失传的汉律中,也有“盗宗庙服舆”、“盗园陵地”、“谋反”、
“大逆”、“诽谤妖言”、“恶逆”、“不道”、“大不敬”等规定〔６〕,晋«泰始律»中有严惩不孝而有“不孝弃世”
等规定,并得到了此后之南北朝立法的普遍继承〔７〕,这些规定虽然没有形式上的“十恶”之名,却基本

上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十恶”立法的实质内容.而“十恶”立法以统一的名目见于王朝正式立法,最

８１１

〔３〕

〔４〕

〔５〕

〔６〕

〔７〕

此人的历史文化意义极其重大,他既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也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从他所出的宗教逐渐形成了古犹太教,从古

犹太教中又发展出基督教,后来穆罕穆德又承续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许多信息创立了伊斯兰教.故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又被称

为“亚伯拉罕宗教”.关于此人的汉语译名,“亚伯拉罕”是较为通行的名字,是基督新教与文化界的一般用法,基督天主教则将其译为

“亚巴朗”,伊斯兰教的翻译则为“易卜拉欣”.
不少人误以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十二支派分别对应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事实上并非如此.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分别

为:流便支派、西缅支派、犹大支派、但支派、拿弗他利支派、迦得支派、亚设支派、以萨迦支派、西布伦支派、玛拿西支派、以法莲支派、便
雅悯支派.其中从流便到西布伦,分别为雅各长子、次子、第四子、第五子、第六子、第七子、第八子、第九子和第十子,便雅悯是其第十

二子,而玛拿西和以法莲则分别是雅各第十一子约瑟之长子和次子,亦即雅各之孙.雅各第三子利未没有独立的支派,其子孙亦属于

西缅支派,而从约瑟所出的却是两个独立支派:玛拿西支派和以法莲支派.这种对应并不完全依照雅各十二个儿子、而是按照雅各临

终前对诸子的祝福而确立的.详细信息请参看«圣经»[theHolyBible]之«创世记»[Genesis]第４８章和第４９章的具体记载.
这些法律规定主要保存在«圣经»Shengjing [TheHolyBible]«旧约»[TheOldTestament]的 «出埃及记»ChuAijiji

[Exodus]、«利未记»[Leviticus]、«民数记»Minshuji[Numbers]和«申命记»Shenmingji[Deuteronomy]四篇古史文献中.这四篇文

献加上«创世记»Chuangshiji[Genesis],就构成了犹太教与犹太人古史最核心的文献:被称为“妥拉”(即律法)的“摩西五经”.
参见沈家本SHENJiaben 在«历代刑法考»Lidaixingfakao [AncientCriminalLaw Exam](北京 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shuju[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３)之«汉律摭遗»Hanlvzhiyi[HanDynastyBriefNotes]卷二与卷三中的详细考论,也
可参看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Tanglvshuyijianzhu[CommentarytotheTangCode](北京 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shuju
[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５)第６５至６６页的简单解释.

参看刘俊文LiuJunwen«唐律疏议笺解»Tanglvshuyijianzhu[CommentarytotheTangCode](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shuju [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５)第６６至６７页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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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是在南北朝时期北齐律的“重罪十条”〔８〕.北朝政权大多为文化上比较落后之少数民族,在入主中

原以后所建立,故而在其开始的时候,其统治手段与法律规定都往往比较残酷野蛮(如北魏道武帝),
后来虽然大都有所缓和调整(最典型的如北魏孝文帝改革),但是其刑法的或急或缓,依赖于当时君主

之个人喜好甚大〔９〕,而他们的基本立法,也往往还是保留了最初那些残酷野蛮的内容.这是“重罪十

条”在北齐系统出台的主要历史大背景.隋朝统一,在隋文帝杨坚时期制定了«开皇律»,修律者对北

齐律的“重罪十条”做了一定修改后,将其写入«开皇律»中,并将其改名为“十恶”〔１０〕.此后即历代相

传,影响深远,甚至有“十恶不赦”之说〔１１〕.

三、主要内容

１．十诫〔１２〕

“十诫”有一个极为简洁的序言,“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此下即

为十条基本的法则.

１)第一条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十诫”的第一条,也是首要的一条,它向犹太人宣布他们只

能信奉耶和华这一位上帝,而不可以信奉其它的所谓“诸神”.在后面的立法中,这条诫命还有一些附

随条款,既申明了以色列人应当遵守的及必不可犯的一些规定,也表明了违反以后的惩罚.“祭祀别

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被灭绝”〔１３〕,“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你

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
􀆺􀆺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１４〕.

２)第二条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

９１１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北齐律»Beiqily NorthQiLaw]的“重罪十条”为: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隋唐以来的“十
恶”,在前面几个加上了“谋”,是对“重罪十条”的加重.

只要略观马端临 MADuanlin«文献通考»Wenxiantongkao[GeneralDocument]之“刑考”的北朝部分,对此即可一目了然.
隋杨崇佛,“十恶”之名的确立,以及对“谋”的处置,即与这种宗教背景有关,参看周东平ZHOUDongping,“隋‹开皇律›十

恶渊源新探”Suikaihuanglvshieyuanyuanxintan [ReＧexamminationoftheOriginoftheAbominationsintheKaihuangCodeofthe
SuiDynasty],in«法学研究»Faxueyanjiu [ChineseJournalLaw]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张海峰ZHANGHaifeng«唐律“十恶”一词的佛教渊

源»Tanglvshieyicidefojiaoyuanyuan [TheBuddhismOriginaloftheTenEvilsofTangCode],«现代法学»Xiandaifaxue[Modern
JournalLaw]２０１２年第３期.另一方面,根据程树德CHENGShude:«九朝律考»Jiuchaolvkao [ResearchofNineDynastyCode]之
«隋律考»Suilvkao [ResearchofSuiDynastyCode]的记载,隋炀帝在«开皇律»Kaihuanglv[KaihuangCode]的基础上制定«大业律»

Dayelv[DayeCode]的时候,“不别立十恶之目,以十恶分隶各条,而十恶中又删其二”,算是“十恶”流传史上的一个插曲.参见刘俊文

LIUJunwen«唐律疏议笺解»Tanglvshuyijianjie[CommentarytotheTangCode](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shuju[Zhonghua
BookCompany]２０１５)第６７页的引文.

«唐律疏议»Tanglvshuyi[TheTangCode]卷一“名例”之“十恶”条.古籍校勘,往往后出者善,岳纯之点校«唐律疏议»

Tanglvshuyi[TheTangCode],除较好使用前人成果外,还大量参照近年来尤其是日本方面的文献资料.故本文所引“十恶”原文资

料,如非注明,均出自岳纯之 YUEchunzhi点校«唐律疏议»Tanglvshuyi[TangCode],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guji
chubanshe[ShanghaiAncientBooksPress]２０１５年.

虽然对于“十诫”从一到十的编排有所不同,但对于“十诫”的内容,犹太教及基督宗教各派并无分歧.对于犹太教与基督宗

教各派对“十诫”内容的不同划分,请参看梁工 LIANGGong主编«圣经百科辞典»ShengjingBaikecidian [TheDictionaryOfThe
Bible](沈阳Shenyang:辽宁人民出版社Liaoningrenminchubanshe[LiaoningPeoplePress]１９９３年)第７３１页至７３２页的“十诫”词条

的简要说明.本文采用的是中文世界最为通行的“合和本”«圣经»[TheHolyBible]的编排.
«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的«出埃及记»ChuAijiji[Exodus]第２２章.
«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的«出埃及记»ChuAijiji[Exodus]第２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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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一条首先禁止偶像崇拜,其次则宣布了一条惩罚与蒙恩的

原则.在禁止偶像崇拜方面,也有一些附属性的后续立法,而其中的某些刑罚,简直令人震惊〔１５〕.

３)第三条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一条诫命禁止妄

用这位上帝的名字,以至于以色列人在后来的历史文化中,凡是遇到这位上帝名字的地方,如果是书

写,就不做改变,但是如果要读出来,甚至是心中默读,就要将其改为“主”.

４)第四条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

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

不可作,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

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与这条诫命相关的后续立

法很多,其主旨则在于让人可以享有某种普遍性的自由,而“十诫”立法所保护的这种自由,甚至已经

将身为奴仆之人都包括进来了.如“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

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１６〕.与通行与古代世界

各个文明的阶级性立法相比,时代相同甚至更早的“十诫”本条所确立的立法原则,以及由此而衍生的

各种具体规定,都是极为罕见的例外.

５)第五条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

长久.”这一条被称为是“第一条带着祝福的诫命”,强调人要对父母尽孝道,而对于违反者,则规定了

十分严厉的刑罚,其中之一为:“凡咒骂父母的,必将他治死”〔１７〕.本条对于犹太－基督教影响的文化

区域的基本社会秩序而言甚为重要,因为它既强调了人对父母尽孝(亦即对家人尽责)的极端重要性,
甚至以规定人伦关系部分的第一条来强调,但又非常明确地把这种对家人尽责的义务,置于人对上帝

尽责的更高标准之下和更大框架之内,以使对家庭利益的关注不至于成为更大范围公共秩序建构的

障碍〔１８〕.

６)第六条

“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禁止谋杀,是以色列人实体刑法的基础.在后续的附属立法中,区分了

故意杀人和误杀.其中“逃城”的设置值得注意.对于误杀人的,为了避免血亲复仇带来的社会伤害,
杀人者可以逃命进入摩西特别设置的“逃城”中避难;而对于故意杀人的,则无论杀人的逃到哪里,都
要抓住并且将他处以死刑〔１９〕.对于逃亡逃城中避难的人,复仇者可以在他在进入逃城之前追上他而

０２１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请参看«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的«申命记»Shenmingji[Deuteronomy]第４章、第１２章与第１３章.事实上,«申命

记»Shenmingji[Deuteronomy]第１３章的资料既涉及第一诫命,也涉及第二诫命,因为以色列人所敬拜的上帝没有形象,所以侍奉别神,
在那时的语境中,一方面意味着背离这位耶和华,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偶像崇拜,因为在圣经语境中从埃及到罗马,所敬拜的“诸神”都是有

具体形象的“偶像”.
见«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的«出埃及记»ChuAijiji[Exodus]第２１章.这个关于奴仆自由的部分,紧随“十

诫”立法之后.
见«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的«出埃及记»ChuAijiji[Exodus]第２１章.
先秦诸子中的商鞅最早对这种自然家族对公共秩序的危险做了深刻观察:“􀆺􀆺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

众而以别险为务,则乱.􀆺􀆺民务胜而力征.”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所遵循的原则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且只顾自家的私利.只亲

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对别人予以不同对待;只顾及自己家的私利,就会带来危险.人口多了,而大家都只亲爱自己人、只顾自己的私利,
就会乱.引文见«商君书»Shangjunshu [ShangjunShu]的«开塞»Kaisai[Kaisai]篇.

«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的«出埃及记»[Exodus]第２１章记载“打人以至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

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

去把他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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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杀死.但如果逃亡者已经进入逃城,则复仇者即不可进入逃城之内寻仇.在一定的时效期限内,
逃亡者不可离开逃城,否则即失去逃城立法的特殊保护.当这个特定的时效期限满足以后(逃城祭司

任期届满),那原来误杀人的就可以从逃城出来,回到故土家园.此时,原受害方的亲族即不可再对其

进行复仇,否则就会收到法律的严厉追究.

７)第七条

“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禁止合法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尤其是禁止有比较近的亲属关系的男女之

间的性关系,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婚姻和家庭.本条也有许多具体的后续立法.在这方面,对于犹太－
基督教影响的文化区域而言,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典型案例〔２０〕:

８)第八条

“不可偷盗.”这一条诫命禁止偷盗行为,反过来就是对财产权的承认与保护.这一条也有很多具

体的后续立法.

９)第九条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一条诫命属于程序法,但是适用的范围却不仅仅是“证人”,而是适用

于一切参与司法审判活动的人.在另一个地方的相关规定是“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

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２１〕

１０)第十条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条诫命是一

个总结性的条款,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前面几条主要都指向对行为的禁止或引导,而这一条

明确禁止“贪恋”,从而在某种意义把内在的意识过程纳入了神圣律法的管辖范围之内.

２．十恶

唐律疏议的对“十恶”也有一个序言性的疏议:“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

首,以为明诫.其数甚恶者,事类有十,故十恶.然汉制«九章»,虽并湮没,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原夫

厥初,盖起诸汉.案梁陈已往,略有其条.周齐虽具十条之名,而无十恶之目.开皇创制,始备此科,
酌於旧章,数存於十.大业有造,复更刊除,十条之内,唯存其八.自武德以来,仍遵开皇,无所损益”.
这个序言强调了“十恶”的重要性,并唐律十恶立法的渊源做了简要介绍,接下来是十条规定:

１)第一条

“谋反(谓危社稷)”.根据«唐律疏议»的讲述,“社稷”在这里是对君主的讳称:“王者居宸极之至

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将起逆心,规反

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２２〕.翻译为:“君王居于天下最崇高的位置,身负上天托付的伟大使命,像
天地一样覆盖和承载万物,又是万民的父母.作为子女和臣下,本应尽忠尽孝.有人居然敢心生凶

险,起意违逆,谋划违反天地纲常,违背人伦至理,所以叫做谋反”.由此,谋反即谋划采取某些行动以

对君主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以及与此相应的有关行为.谋反是为禁止,则此条的积极一面,就是忠

君,即应当采取各种行动,以维护君主之人身安全.

２)第二条

“谋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即谋划对皇家的祖庙、王陵及帝王宫阙进行毁坏,以及与

此相应的有关行为.«唐律疏议»对该条的记载是,“此条之人,干纪犯顺,违道悖德,逆莫大焉”,翻译

为:“犯此条罪行的人,干犯纲常伦纪,违反道义悖逆德性,是最大的逆行”,又说“获罪于天,不知纪极,

１２１

〔２０〕

〔２１〕

〔２２〕

详见«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撒母耳记下»Samuerjixia [SamuelII]第１１章、１２章的记载.
«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的«利未记»Liweiji[Leviticus]第１９章.
前及«唐律疏议»Tanglvshuyi[TheTangCode]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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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思释憾,将图不逞,遂起恶心,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２３〕,翻译为:“有人对天犯罪,不知道纲常伦纪

的根本,暗地里想发泄怨恨,想要图谋不可以做的事情,于是产生罪恶的心思,计划毁坏宗庙、山陵及

宫殿”.唐律对前罪与本罪所规定的刑罚为:“谋反,及谋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

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
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余条妇人应缘坐者准此);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２４〕.

３)第三条

“谋叛(谓背国从伪).”即谋划背叛本朝,投靠他邦尤其是敌国,以及与此相应的有关行为.«唐律

疏议»对该条的记载是,“谋背本朝,将投蕃国,或欲翻城从伪,或欲以地外奔”〔２５〕,翻译为:“有人谋划

背叛本朝,将要投外国,或逃出境界加入敌国,或携带土地投靠他主”.唐律对本罪所规定的刑罚为

“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２６〕.

４)第四条

“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唐
律疏议»对本条疏议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嗣续妣祖,承奉不轻.枭镜其心,爱敬同尽,五服至亲,
自相屠戮,穷恶尽逆,绝弃人理”,翻译为:“父母的恩情,高天难比,他们延续着祖先血脉,所以侍奉不

可轻慢.但是有人竟然胸怀禽兽之心,爱敬的情感全都泯灭,对五服以内的尊亲,竟然痛下杀手,真是

凶恶违逆至极,完全灭绝了人伦至理”.又说“恶逆者,常赦不免,决不待时”〔２７〕,即凡是犯下恶逆这条

的,就算遇到普遍的大赦,也不在免罪之列,而且处决这种犯人根本不用考虑的秋冬行刑的时限.唐

律对本条规定的刑罚为“诸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谋杀缌麻以

上尊长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２８〕.

５)第五条

“不道(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蛊毒,厭魅)”,即“杀一家没有死罪三口人,肢解死者

身体,配置培育蛊毒以及施行魇魅”.«唐律疏议»本条疏议曰“安忍残贼,背违正道,故曰不道”〔２９〕,翻
译为:“忍心地残酷杀人,违背正道,所以叫做不道”.对本罪所规定的刑罚为“诸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

支解人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３０〕,“诸造畜蛊毒及教令者,绞”〔３１〕.

６)第六条

“大不敬(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

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唐律疏议»对本条

所做疏议曰“礼者,敬之本;敬者,礼之舆.故«礼运»云: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考制度,别仁义.
责其所犯既大,皆无肃敬之心,故曰大不敬”〔３２〕,翻译为:“礼,是敬的根本;敬,是礼的内涵.所以«礼
记»的«礼运»篇说‘礼是君王的手把,用来分辨是非,明了幽微,建立制度,区分尊卑长幼’.因为考虑

到罪行严重,犯人完全丧失了肃穆敬重之心,所以叫做大不敬”.唐律对本条所规定的刑罚为“诸盗御

２２１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Ibid．,７.

Ibid．,２７０.

Ibid．,８.

Ibid．,２７４.

Ibid．,８.

Ibid．,２７６.

Ibid．,９.

Ibid．,２８１.

Ibid．,２８５.

Ibid．,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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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者,绞;乘舆服御物者,流二千五百里􀆺􀆺”〔３３〕

７)第七条

“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

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翻译为:“状告、咒骂祖父母、
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世,而另立门户或分割家产,或对父母祖父母日常生活饮食的供养不足;在为

父母服丧期间自己决定嫁娶,或者玩赏音乐歌舞,脱去丧服穿上了吉祥喜庆的服饰;听到祖父母、父母

去世的消息,却隐瞒消息并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去世”.«唐律疏议»对本条所做疏议曰“善事父母

曰孝.既有违反,故曰不孝”〔３４〕,即“好好地伺候父母,叫做孝.既然有了违逆干饭的举动,所以叫做

不孝”.

８)第八条

“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即“谋杀及卖缌麻以上的

亲属,殴打、告发丈夫及大功以上的尊长、小功以上的尊亲属”.«唐律疏议»对本条所作疏议曰:“«礼»
云:讲信修睦.«孝经»云:人用和睦.睦者,亲也.此条之内,皆是亲族相犯,为九族不相叶睦,故曰不

睦”〔３５〕,翻译为:“礼记说‘宣扬诚信,施行和睦,’«孝经»说‘人民百姓,彼此和睦’.睦,说的是亲.本

条的内容,都是亲戚族属之间的伤害行为,是九族不和睦的表现,所以叫做‘不睦’.”

９)第九条

“不义(谓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及闻夫丧,匿不举哀,若
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即“杀归其管辖的府县长官,及现任的授业老师,以及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

长官;及听到丈夫去世的消息而隐匿不举哀,以及玩赏音乐歌舞,脱去丧服换上吉服以及改嫁等”.
«唐律疏议»对本条所作疏议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此条原非血属,本止以义相从.背义乖仁,故曰

不义”〔３６〕,即“礼所崇尚的,乃是崇尚义啊.本条涉及的都不是血缘亲属,都是因为义而联系起来的.
犯人违背义的原则,戕害仁的道理,所以叫做不义”.

１０)第十条

“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即“强奸小功服以上的亲属、父亲或祖父的妾,或与

其通奸的”.«唐律疏议»对本条所作疏议曰“«左传»云: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易此则乱.若有禽兽

其行,朋淫于家,紊乱礼经,故曰内乱”〔３７〕,翻译为“«左传»说‘女子有归属,男子有妻室,不可以越出范

围.改变这个规矩的就是乱’.那些人做出禽兽般的行径,在家族成员之间彼此奸淫,破坏礼义纲常,
所以叫做‘内乱’”.

唐律对以上“十恶”,都设定了极重的刑罚,而且普遍以(缘坐)即株连相随.

３．小　结

不难发现,在“十诫”与“十恶”主要内容里面,有一些高度重合的信息,如鼓励孝道,严惩不孝;保
护婚姻,防范淫乱等.而“十恶”中的“不道”一项,实际上也不妨看作与“十诫”中“不可杀人”之禁令所

指向的妄杀与复仇等行为,有较高程度的信息重叠.这反映出两个文明在一些基本价值与倾向方面

的一致性.但另一方面,两者也存在很大差异,反映出立法条文背后之目的、价值与精神的不同.对

于这种差异和不同,将在下一个小节讨论“立法特征”时作出交代.

３２１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Ibid．,２９６.

Ibid．,１２.

Ibid．,１４.

Ibid．,１５.

Ibid．,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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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法特征

通过以上对“十诫”与“十恶”立法主要内容的粗略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十诫”和“十恶”都表现出

了极为鲜明而各具特色的立法特征.本节即尝试对这些特征进行一些概括总结,并在下一小节中根

据古犹太与古代中国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对这种不同的立法结构与立法内容作出相应的解释.

１．十诫

对于“十诫”所具有的立法特征,本文尝试提出如下主要的七条:
“十诫”立法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那个极其简明扼要〔３８〕的“序言”,西方后世许多伟大的

立法,对这个序言都有各种程度的模拟,影响极为深远.
“十诫”立法的第二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明确地分为两个部分.虽然犹太教,以及基督宗教的

各分支与主要派别,对“十诫”应该怎样划分为“十”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这十条的内容,以及这

十条立法应该分为两个部分,则完全一致.“十诫”立法的第一个部分,即上文所列的第一条至第四条

所规定的,是人对耶和华上帝所负的义务与责任;第二部分,即上文所列的第五条至第十条,则是人对

人所负的义务与责任.神人有别,清晰明白.
“十诫”立法第三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居然在首要的位置明确地禁止偶像崇拜,而且在附属立法

中对偶像崇拜的行为给予了最为严重的惩罚! 这真是古代世界一个绝对的异数,而且意义重大.而在那

个遥远的时代,偶像崇拜,几乎通行于各个文化;而对于伟大文明的行之久远问题,历史也证明了这一条

堪称性命攸关.———后来这四千年的历史已经给出答案,那些盛行偶像崇拜的文化,几乎都在文明体的

竞争中死灭了〔３９〕,只有那些破除或限制了偶像崇拜的文化,才一步步走向了拓展和繁荣〔４０〕.
“十诫”立法第四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在第四条诫命,这是第一条积极的诫命,即关于应当遵守

安息日的诫命中,将法律的保护范围设定得不但包括以色列人,甚至还包括了他们的奴仆,牲畜,以及

非以色列人而寄居在他们那里的外邦人.相比其它古代立法,这也堪称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异数.而

在那些附属立法中,这一条关于“安息”(即休息)的规定,甚至延伸到了土地.这里显示了“十诫”立法

的绝对普遍性指向.(隐含的观念,耶和华是全地的主,立法的绝对普遍性与相对普遍性问题).
“十诫”立法第五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在遵守神圣自由的安息日的诫命之后,开始设立有关人与

人关系的诫命,而这个部分的第一条竟然是:“当孝敬父母”,而且还伴随着一个美好的祝福:“使你的

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即向人父母尽孝道,可以在世长寿以享受耶和华所赐的

产业.不禁想起«论语»中“孝􀆺􀆺其为仁之本与”的话,这里与传统中国文化确实有十分相通的地方.
“十诫”立法第六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前面的九条诫命都指向对行为的禁止或是引导,但第十条

诫命却明确禁止“贪恋􀆺􀆺”,即指向内在的思想,这本身在摩西律法中就很不寻常.然而还有更加不

可思议的,就是这个禁止所指向的,并非任何被冠以“神圣”的事务,而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

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即指向一般普通生活的人伦日用!
“十诫”立法中第七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一种神奇的完全合乎最现代的经济学原理的激励机制: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恨
上帝的,就不会真实地遵守他的诫命;而爱上帝的,就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努力遵守他的诫命.对前者,
是讨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对后者,这是发慈爱,直到千代.这种大落差的激励,对人心的震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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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诫”本身就简明扼要,这一特点几乎是一切伟大宪法的共同特征.
汤因比TANGEnbi(ArnoldToynbee)在«历史研究»Lishiyanjiu [AStudyofHistory]中考察了二十几个文明体的情况,而那

些已经灭亡的古代文明,几乎都有很普遍的偶像崇拜问题.
中国文化也是一步步从诸神走到了“天”与“道”,从而在其文的层面,极大地摆脱了一般性的偶像崇拜.这里面似乎蕴含着中

国文化得以生生不息传衍拓展的极大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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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是何等大啊!
另外,从“所无”这一方面来看,“十诫”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立法特征:即在“十诫”基本立法中,居

然没有一条是涉及政治秩序或政治权威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所无”比前面“十条”的“所有”更加

让人震惊.因为,迄今为止,一般的古代立法都会对当时的政治权威与政治秩序予以某种程度的强调

保护,比如十恶,而如果与“十恶”相比的话,“十诫”立法的这种“所无”就不仅仅让人震惊,简直足以让

熟悉“十恶不赦”的中国学人哑口无言.然而,这绝非偶然,一方面有历史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有立足

于犹太文化的更深的理由,而且这一点也实际上大大影响了“十诫”立法在空间上予以拓展的地域普

适性和跨越时代的历史时效性.关于这一点,将留待下文的文化解释部分予以讨论.

２．十恶

对于传统中国“十恶”立法的主要特征,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十恶”立法也是很明显的两个部分:第一条至第三条,主要是针对在世君王与已死君王及

皇权的规定,而第六条则涉及到对君王及皇权的附属与象征物品,虽排在第六,却从属于第一第与二

条.其余的六条,则多为涉及到一般亲属关系及社会关系中的尊卑关系的规定.
其次,“十恶”立法极力强调对君王本人的特殊保护.列于“十恶”之首的“谋反”,完全指向这一

点,并由此而进一步指向当时存在的皇权,因为这一立法所根据的,乃是君主为社稷即政权的枢纽这

个原则.这里算是对“忠君”这一积极要求的消极表达.
第三,极力强调对现实皇权极其直接附属物品的特殊保护.“谋大逆”、“谋叛”与“大不敬”这三

条,主要都指向这一点.“十恶”之中,加上“谋反”,指向保护君主极其附属的人与物的,就占了四条,
这种立法以绝对保护现有政治权威与政治秩序为首要目的的立法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了.这四条都

可以看作是“君为臣纲”的消极呈现.
第四,特别突出地强调对以血缘与家庭为基础的家族伦理秩序的保护.“不孝”、“不睦”与“内乱”

三条,即是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而对这一指向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或角度作出的明确规定.就其积极

一面而言,其核心原则实为“长幼有序”的“孝悌”,故而也可以说是“父为子纲”的一种消极呈现.
第五,突出保护以“义”为基础的尊卑秩序.义者宜也,即在血缘逻辑以外,在不具有血亲关系的

人之间,根据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而形成的基本人际关系所应遵守的基本规则.不义,即是对这些基

本规则的违反或颠覆.另外,这一条与前面几条也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本属府主、刺史、县令”以及

“本部五品以上官长”,都可以看作是“君”的延伸,因而这里的规定也可以看作是“君为臣纲”的反面体

现;对于“见受业师”,根据中国文化关于“教养”的大传统,可以看作是“父祖”的延伸,即“父为子纲”的
延展;“闻夫丧,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一项则完全针对已婚妇女,是“夫为妻纲”的一个

消极呈现.
第六,“十恶”在针对君主及皇权附属之人与物的保护时,不仅强调行为,还特别强调对“谋”(即

“思想犯”或“预备犯”)的严厉惩罚.“十恶”之中,前三条皆是如此.隋文帝杨坚创“十恶”立法,居然

比落后少数民族高齐氏的“重罪十条”更加严酷,初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则大有根由(见下文).
第七,总结性地看,从“所有”的一面来讲,“十恶”立法都是相当具体的实体性规定,而从其“所无”

的一面来讲,“十恶”没有一条是涉及到“程序”问题的.这一点着实让人震惊.另外,依旧根据“所无”
的原则看,“十恶”立法中不但没有一条是涉及到法律程序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内容是涉及到对财产权

予以肯定或明确保护的.对于这个历来重视法制建设的古老而且悠久的巨大文明体而言,这确实是

一个需要作出合理解释的问题:他们是怎么理解好的生活的? 以至于在其基本立法中,居然对法律程

序与财产保护不置一词?

５２１



国学与西学 国际学刊 第１３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五、文化解释

以上对“十诫”与“十恶”的立法背景与主要内容及立法特征做了简要概述,本小节尝试对它们做

一些立足于历史与文化〔４１〕的法律史解释.
首先,从立法主体上看,“十诫”虽然通过摩西之手传给以色列人,但它最终的立法者,却是他们所

信仰的那位绝对的神,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亲眼在云中火中看到的耶和华上帝.这位绝对的

上帝,以亲口讲话的方式,给以色列人立下了“十诫”律法.这位绝对的上帝,除了敬虔以外,并不向以

色列人做其它要求,而他之所以向以色列人赐下这神圣的律法,目的就是要引导以色列人过敬虔的生

活.而“十恶”的立法者,说到底却是一位绝对的皇帝.中国先秦诸子并不认识任何一位这样的绝对

的皇帝.这是秦始皇以后的中国问题.而即便是在秦始皇以后,中国文化系统中最高的实体存在也

不是“皇帝”,而是“天”.这事实上又给了中国文化一种超越性的可能与力量,并在许多时候,带给中

国人以某种关于更高的正义的盼望.但是孔子在«论语»中已经明说:“天无言”.于是在中国历史与

文化世界里的属灵竞争中,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不仅仅享有了“天子”的名号,实际上也逐渐掌握了发布

“天意”的最终把手.绝对的皇帝权威由此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在“十恶”的核心规定中,全面展现出

了他暴虐残酷的本性.这种在立法主体上的差异,影响了“十诫”与“十恶”及其相应法律秩序的方方

面面.故而,一位绝对超越的以色列式的耶和华上帝,或类似于周人所信奉的那样的有位格有意志有

道德属性的“天”,对于一种良好的人间基本法的奠基而言,似乎至关重要.
其次,从立法产生的历史大背景与基本目标上讲,“十诫”立法的背景是,以色列人离开了做奴隶

四百年的埃及,即将进入那个自己可以建立自己国度的地方.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自

由的国家.于是,围绕这信仰对象建立和保持基本的族群身份认同是第一位的(前四条诫命),然后则

是主要从消极的方面确定那些必须禁止的事项(后五条诫命),而让人民可以积极地运用上帝赋予他

们的能力去建设一个他们所憧憬的新的家园.“十恶”则全然不同.自从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
有种乎”的号子以后,中国的家族式皇权就陷入了一种持续的周期性困境之中.两千年来,任何一个

皇权占据者的首要目标,就是排除真实或者潜在的竞争者,极力维护对权力的独占〔４２〕.而南北朝时

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对皇权发起的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高齐氏首列“重罪十条”,以绝对的惩罚

来制造绝对的恐惧,试图以此绝对地维护他手中的绝对皇权.其实,历代君主对此皆是“心有戚戚

焉”,不过直到北朝的蛮族,才有人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把它说出来,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付诸实施而

已.至于隋文帝杨坚,本是一个惨刻狭隘的人,加上迷佛,直求诛心,把北齐的“重罪十条”改为了“十
恶”,更加加重了刑罚以求达到威慑的效果.因此,如果说“十诫”是为自由国度立法的话,“十恶”则几

乎是一条强化奴役的锁链.
再次,从它们所动用的文化资源来看,“十诫”立法几乎没有表现出多少积极性的文化资源,因为

它本是反对埃及奴役而发起的面向自由的革命性立法:上帝要以色列人根据他们痛苦的生存体验,坚
决地反对他们曾经认识的埃及的奴役文化,于是在神圣的“十诫”立法中,几乎拒绝与奴役有关的一

切,而试图让以色列人据此建立“自由人”的生活.“十诫”是自由的大门:敬奉一位最高的神,使一切

人世权威都不在具有绝对性,从而使得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制于更高的规范性要求;孝敬父母,几乎是

一切高级文明与良好社会的基本标准;“不可杀人”是一道禁令,而它所指向的,乃是尊重生命,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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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范围包括宗教信仰、思想传统、礼仪风俗与生活观念等等,本文不做细分.
钱大群 QianDaqun教授说十恶“最集中地反应了唐律的主要任务和特点”,见氏著«唐律疏议新注»Tanglvxinzhu[New

AnnotationtoTheTangCode](南京 Nanjing: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shifandaxuechubanshe[NanjingNormal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７年)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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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可奸淫”又是一道禁令,他所指向的,乃是良好的婚姻家庭生活;􀆺􀆺,十条诫命,就是一部坚决

拒绝奴役,而向自由与尊严敞开的宪法性法典.但“十恶”则不是.“十恶”立法的背后,确实有一笔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在机缘巧合的历史性立法中,却几乎变成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历史重担:
法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性之恶上,于是在与权力的结合中(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性恶的权力持有者利

用并滥用了法家本来具有相当积极价值的思想学说),发展出了近乎恐怖的各种刑罚.虽然儒家亲亲

尊尊的基本思想,本来立足于人性中的普遍自然倾向,并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历史资源,具有充分的

人性与文化基础,对于良好生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但是,在权力的操控和利用之

下,连这些也逐渐变得面目模糊了.杨氏崇佛,居然把佛教的“十善”“十恶”中的“恶”名,引入了中国

人群体生活的基本立法,而且直指那意念缘起与思想世界的“谋”.佛家有“以菩萨心肠,施霹雳手段”
的方便,但在此世残酷的权力场域里面,问题展开的逻辑似乎已经完全变了:慈惠柔软的菩萨心肠已

经依稀难辨,滥权虐民的霹雳手段倒是肆虐横行〔４３〕.这方面的不同,让“十恶”变得可怕,僵硬,仿佛

一具没有肉身与灵魂的丑陋骷髅,像鬼一样游荡在中国这片广漠干渴的土地上,四下寻找可以吸食的

血肉之躯,并在所到之处制造毫无盼望的恐惧.而“十诫”,作为面向人群之自由与尊严的立法,则获

得了几乎不可思议的生命力与普适性,尤其是其第五条至第十条诫命,几乎成为了后世西方文明所有

立法的深层基础,凡其所到之处,皆为当地生民带来精神世界与物质生活的双重祝福.
最后,在立法的最终根据上,“十诫”立法的根据是以色列人所信奉的、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上

帝,以及他向以色列人所显示的永远不变的道德属性,还有他对人性与人类生活之需要与弱点的完全

明了:他知道人性有罪,如果不能真切仰望这位独一的真神,人间权力的占有者就会把自己打造成可

以任意而行的上帝;祂知道人性有罪,即便是勤苦修行,也还是会三心二意,所以禁止以色列人崇拜那

些所谓的“诸神”;他知道人性有罪,并因为绝对有限与必然无知而自然有偶像崇拜的倾向,所以提前

以严令予以禁止;􀆺􀆺他知道人世的良好生活需要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与彼此接纳,所以严禁杀人,由
此而引人敬畏生命,彼此尊重;他知道人在此世的良好生活需要好的婚姻与家庭,所以严禁淫乱,以此

而引人一开始就在家庭中学习好的生活;祂知道人在此世的良好生活需要基本的财产,所以严禁盗

窃,由此而引人尊重别人的财产,并善用自己的财产,追寻此世的幸福;􀆺􀆺.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在
一个“天无言”的思想结构中,立法的最终根据是什么呢? ———是“天道”么? 但是道家所理解的“天
道”与儒家所理解的“天道”几乎不是同一个“天道”! 孔子教导他最为亲爱的弟子颜回要“克己复礼”,
并且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老子则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故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其“道”何其相悖啊! ———是“人性”么? 儒家的开创者孔夫子只是模

模糊糊地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后来继承曾子与子思学术的孟子,则大张旗鼓地宣扬“性善”! 而

商鞅李斯韩非子等法家人物则判定“性恶”! 不独法家如此,还有一个集百家之大成而归宗于儒家的

大儒思想家荀子,也毫不犹疑地宣扬“性恶”,甚至还对孟子发出了非常激烈的口诛笔伐! ———是历史

上的先王典范么? 老子期望一位无名无为的圣人,儒家则崇奉尧舜文武,墨家却崇奉大禹,􀆺􀆺如此

种种,千年纷争! 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法文化这里,人世立法的根基始终存在争议.以至于秦汉以

下两千多年中国文化最后的结局,竟然是无论那一家思想学说的推展,都必须以承认暴虐惨酷的秦政

为基本前提,然后再想尽办法既分享它的威势与利益,又尽可能地对他进行防范与约制.这是何其难

能之事啊! 然而,这又何其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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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　语

“十诫”立法借着超自然之道德主体对人世之平面生活的介入,把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准则,注入

了平面的人间生活秩序,并使它从此具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纵向纬度.这种超自然道德因素的介入,虽
然并未否定现世的政治权威与法律秩序,但是却使它们不再具有终极性的权威,并决定性地使人世间

一切的政治权威与法律秩序都要向更高的法与更高的正义负责,在实现了对现世生活的整体性巨大

提升的同时〔４４〕,还为人事生活的基本宪政秩序确立了超验根据〔４５〕.后世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

稳步成长,及其在法政领域的硕果累累,如果脱离了以“十诫”约法为代表的超自然纵向纬度,那么,如
果不是变的完全没有可能的话,其在实践场域中的具体效果也必定会大打折扣.几千年来,随着犹太

基督教的传播,“十诫”以其所确立及其所指向的更高的正义与更高的法则,已经成为了普世人类的极

大祝福.另一面,隋唐律文所确定下来的“十恶”立法,虽然也不乏历史合理性的因素(如关于不孝、不
义、内乱的规定),但是却由于它的基本倾向,乃是用一位绝对的皇帝取代那位绝对的上帝,最终使得

担负人事治理之合理责任并享有正当治理权柄的君王,从上天之仆人(“立君为民”为华夏古义,«尚
书»«左传»多有记载)的地位,一步僭越,取代了无言之“天”而变为万民的主人,也由此从鼻孔里只不

过有些气息的活人,变成了接受万民膜拜的偶像.由此,通往更高价值与正义的精神通道,竟被现世

王权的实体立法拦腰斩断,此后,在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世界里,更高的正义不再能够通过正当司法

程序展现自身,而只能以“窦娥冤”式的“六月飞雪”来发出微弱的声音.最终,经由千余年卑微生活养

成的制度习性,“十恶”立法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生活的一个沉重锁枷.思绪至此,只觉无限悲哀,然而

更加悲哀的是,我们眼下的基本刑事立法,至今尚未走出“十恶”的基本结构与立法逻辑,也因此还不

能把商周以来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予以释放,从而让这个古老文明充满渴望的灵魂,向着自由、仁爱

的精神与更高的生活可能性充分敞开.
这是华夏基督徒学人责无旁贷的重任.因为耶稣基督的父神上帝,乃是众光之源头,乃是诸善之

根本.两千年来,产生于希腊罗马的西方文明,已经在十诫立法与十架福音的引领和光照中,从其最

初的释放开始,获得了一次又一次新生重塑〔４６〕.可以想见,中国文化与传统中的点点星光与散碎诸

善,也只有在这众光之源头、诸善之根本的照耀与提升下,才能得到它们真正的自由释放与成就完全.
由此,我等从业法律史学的基督徒学人,更应该成为当仁不让的担纲者,在对中外法律文化进行深入

研习的基础上,以实实在在的信仰生活,见证十字架上无限流淌的慈爱与公义,推进当代中国生活世

界的价值重塑,并预备未来中国法律文化以认识永恒真理为根基、以获享神恩自由为目标的新的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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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４６〕

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中的教导,尤其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至第七章,更是对十诫立法超乎寻常的解释,更加体现出了这种超自

然的介入与提升.
参看美国学者卡尔 弗里德里希 Kaer．Fudelixi(KarlJ．Frederich)在其«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Chaoyanzhengyi:

xianzhengdezongjiaozhiwei[Transcendentjustice:thereligiousdimensionofConstitutionalism](北京 Beijing:三联书店Sanlian
shudian[JointPublishing]１９９７年)的出色研究.

参见施密特 Shimite(AlvinJ．Schmidt)在«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影响»Jidujiaoduixifangwenmingdeyingxiang [The
influenceofChristianityonWesterncivilization](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Beijingdaxuechubanshe[Peki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
年)中内容丰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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